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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移植后抑郁作为长期心理并发症之一，严重

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与预后。研究表明，HSCT 后抑郁发生率在不同研究中也所不同，且多在移植后 1 个月内达症

状峰值。危险因素包括：女性、年龄（＜60岁）、急性白血病患者、存在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或免疫抑制剂使用、

炎症因子（如 IL-6）、社会支持不足、身体形象不满意、移植前心理状态及疾病感知等。在评估方面，现有研究

多应用贝克抑郁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患者健康问卷等诊断标准。干预措施涵盖非药物干预、心理学干预、

社会支持、生物医学干预等。但目前存在干预可行性有限、长期随访数据缺乏等问题，未来研究可完善长期随访

数据，也可开发预测模型，实现早期筛查与个性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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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hemat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 

post-transplant depression, as the one of long-term psychological complication, seriously impairs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prognosi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fter HSCT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research report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mostly peaking within one month post-transplantation. Risk factors include: female gender, age (< 60 

years old),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presence of 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cGVHD) or use of immunosuppressants, 

elevated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e.g.IL-6),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image, pre-transplan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disease perception. For assessment, most existing studies adopt diagnostic criteria using scales such 

as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and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 Intervention measures cover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social support, and 

biomedical interventions. Nevertheless, current challenges include limited feasibility of interventions and lack of long-term 

follow-up data.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upplementing long-term follow-up data and developing prediction models to 

enable early screening and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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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背景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作为治疗多种血液系统疾病的有

效手段，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全球每年大约有 50 万例患者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现有研究表明，接受 HSCT 后患者除常见的

GVHD 等常见并发症外，还存在多种短期及长期并发症，如对患

者心理健康有长期影响，尤其是很大一部分接受移植的患者在

移植后出现持续的抑郁症状
[1]
。目前，HSCT 后抑郁症已经被确

认为 HSCT 后的长期影响之一，并对患者产生重大影响
[2]
。HSCT

后抑郁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影响移植后恢复，并且和存

活率降低相关，有数据显示 HSCT 后 6 至 12 个月内，抑郁症患

者死亡风险是非抑郁症患者的三倍
[3]
。因此，临床上对于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抑郁症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升高。 

1 流行病学 

对于抑郁在接受 HSCT 后出现的时间，在不同研究中有所不

同。在韩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 87 位接受自体或异体 HSCT

的血液病患者在入院时、移植当天、移植后 7 天和 14 天四个时

间点进行抑郁评估，通过对比发现，HSCT 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

严重程度随时间增加，在移植后第 7 天达到峰值，之后在第 14

天有所下降，并且抑郁症状比焦虑更明显；但这项研究只对患

者进行了 14 天的观察，对其后的抑郁症状变化未继续进行长期

随访
[4]
。另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群移植后抑郁的研究发现抑郁症

状多出现在移植后 2 周
[5]
。还有其他的研究表明，HSCT 后抑郁

多在 1 月内出现并达到抑郁症状的顶峰，在一月后抑郁症状会

逐渐减轻，但症状开始减轻的时间在不同研究中也各有不同
[6]
。 

移植后抑郁的发病率在不同研究中也有所不同，因研究对

象、评估工具和随访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一例基于 122

例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长期并发症的研究中，

39%患者存在心理问题，其中 87%为抑郁症
[2]
。但在韩国进行的

一项全国队列研究中，3636 位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病

患者中，有 506 位患者（13.9%）被诊断为抑郁症，发病时间多

在移植后第一年（12.2%）
[7]
。 

2 影响因素 

根据现有研究，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抑郁的发生有以下相关

因素： 

性别与年龄 现有研究表明，女性患者群体在 HSCT 后患抑

郁症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性别（女性）是移植后抑郁以及抑郁

症状恶化的明确的危险因素，但性别与抑郁的躯体化症状无明

显关联。年龄小于 60 岁的患者的抑郁、焦虑及疲劳症状更为显

著，且与抑郁症状的加重相关。但在未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移

植后出现抑郁的年轻患者，其抑郁情绪恢复速度快于老年患者

[7-8]
。 

移植前心理状态与疾病认知 移植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以

及基础心理状态与 HSCT 后的生活质量、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相

关。基础心理状态相对乐观者 HSCT 后的生活质量明显较高，抑

郁的发生风险较小
[9]
。心理授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是指患者在疾病管理和医疗过程中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掌控感与

积极参与度，是患者在与医疗环境互动中形成的主观感受，强

调患者有意识地参与治疗过程的重要性，与患者移植后的抑郁

程度显着相关，心里授权越好，即越主动了解疾病知识、参与

症状监测和管理、更能主动积极参与治疗方案的讨论，HSCT 后

抑郁风险越低，但它仅对抑郁程度较低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

着影响
[10]
。疾病认知即患者对疾病严重程度、病程和控制能力

的认知,有研究指出，疾病认知越程度越高,会表现出更多对于

疾病无法治愈的担忧，HSCT 后 100 天与 1 年评估时心理困扰越

严重，抑郁风险越高
[11]

。 

家庭与社会相关因素 在与多位移植后抑郁患者的访谈中，

有患者提出缺乏家庭支持是造成他术后抑郁的原因
[12]
。有一项

关于儿童移植后心理状态的研究显示，在儿童患者移植过程中

父母出现心理问题与儿童患者移植后的抑郁量表和症状评分有

关，呈明显的相关性
[13]

。社会支持也是 HSCT 后成功康复的关键

因素，HSCT 前较高的社会支持与移植后 6 个月有更好的生活质

量及较低的心理困扰呈相关性
[14]
。患者的社会状态也与移植后

抑郁相关，如已婚、失业状态的患者在移植后进行抑郁相关评

分明显较其他组较高，并有明显相关性
[15]

。 

疾病类型与治疗过程 有研究显示，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患者中，不同的原发病其移植后抑郁的发病率也有所差异。

相比于非霍奇金性淋巴瘤、淀粉样变性等疾病，急性白血病患

者比其他疾病类型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移植后抑郁，生存期更短

[16]
；而在急性白血病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与 HSCT

后抑郁的相关性更大
[8]
。在移植过程中，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cGVHD)、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特定的预处理方案(如未使用 ATG

或低剂量 ATG)、移植后较差的生活质量及机体技能受损和抑郁

症显著相关
[8,16-18]

；而关于移植类型，有研究提及 HLA 半相合造

血干细胞移植与移植后是否出现抑郁无明显相关性
[19]
，但另有

研究提到在移植后出现抑郁的患者中，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患者比接受自体移植的患者抑郁症状较重
[20]

。在移植供

者选择方面，供者是否有精神病史，不会导致受者术后精神障

碍的风险增加
[21]

。 

IL-6 及 IL-10 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是精神疾病中各种行

为、神经内分泌和神经化学改变的原因，有研究评估了接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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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抑郁与 IL-6 和 IL-10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

果显示HSCT后抑郁的患者表现出更高的IL-6和 IL-6/IL-10水

平，表明神经内分泌功能障碍可能是这些患者产生抑郁的潜在

原因
[22]

。 

其他 如身体形象，HSCT 可能导致患者的外貌出现永久性

或暂时性的改变（如脱发、皮肤干燥、皮疹、体重变化、瘢痕

等），HSCT 后患者对身体形象不满意与生活质量差和抑郁显著

相关
[23]

。 

3 诊断与评估 

在已有的研究中，HSCT 后抑郁的诊断多应用以下量表： 

贝克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BDI-II） 共

包含 21 个条目，具有良好可靠性，可用于评估抑郁症状（如悲

伤、无望感、疲劳等），每个条目按严重程度计分（0=无，1=轻

度，2=中度，3=重度），总分范围 0-63；根据得分分为0-13 分（无

抑郁）、14-19 分（轻度）、20-28 分（中度）、29-63 分（重度）。

如有研究将其用于 HSCT 患者移植前及移植后 10-12 周的抑郁症

状评估，重点分析HSCT 后抑郁与心理赋权、生活质量的关系
[10]
。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共包含 14 个条目，含焦虑（HADS-A）和抑郁（HADS-D）

两个亚量表，每个亚量表各 7 个条目；每个条目 0-3 分，每个

亚量表总分 0-21 分；得分≥8分时提示存在显著抑郁或焦虑症

状。且该量表不含躯体症状条目，可避免躯体疾病对情绪评估

的干扰。该量表广泛用于住院期间的评估，如住院期间移植前、

移植当天、移植后及长期随访（如移植后 2年）的抑郁筛查
[4,8-9]

。 

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 

基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抑郁诊断标准评

估核心抑郁症状（如兴趣减退、自责等）。共包含 9 个条目，每

个条目 0-3 分（0=无，3=几乎每天），总分 0-27 分；评分达到

5 分提示轻度抑郁、达到 10 分提示中度抑郁、达到 15 分提示

中重度抑郁、达到 20 分提示重度抑郁。该问卷简洁易操作，适

用于纵向追踪抑郁症状变化。有研究将其用于 HSCT 患者移植后

2 周、6 个月的抑郁症状评估，分析抑郁与生活质量、物理功能

的关系
[7,16]

。也有研究将其用于移植前及移植后 100 天、1 年的

抑郁症状监测，并发现该问卷评分可预测长期生活质量下降
[11]

。 

流 调 中 心 抑 郁 量 表 （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 CES-D） 共包含 20 个条目，评估

儿童及青少年抑郁症状（如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等），总分

0-60 分。总分>15 分时提示存在显著抑郁症状（针对儿童和青

少年群体）。如有研究将其用于儿童及年轻成人 HSCT 患者（6-25

岁）的抑郁评估
[6]
。 

国际疾病分类（ICD-10）诊断标准 基于症状持续时间、严

重程度及功能影响，诊断抑郁障碍（如 F32-F33 编码）。如在一

项韩国全国队列研究中通过医保数据的 ICD-10 编码识别 HSCT

后长期抑郁患者
[7]
。 

其他 除以上五个量表之外，结合精神医学及心理学领域的

常规应用，还有其他常用的抑郁评估工具，如： 

（1）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HAMD） 

由医生评定的他评量表，根据不同版本包含不同条目

（17/21/24 个条目），评估抑郁的核心症状（如情绪低落、内

疚感）和躯体症状（如睡眠障碍、食欲减退），总分越高表示抑

郁越严重，常用于临床研究和治疗效果监测，尤其适用于重度

抑郁或伴有躯体症状的患者。 

（2）抑郁症状量表（Depression Symptom Scale, DSS） 

自评量表，评估近期（如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涵盖情

绪、认知、躯体等维度，计分方式简单，适用于普通人群和慢

性病患者的抑郁筛查。 

（3）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该量表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自评量表，30 个条目（简版 15

条），避免纳入与老年躯体疾病重叠的症状（如疲劳、食欲下降），

更适合评估老年患者的抑郁状态。 

从各种量表的操作简便性及实用性来看，自评量表中的医

院焦虑抑郁量表及患者健康问卷更为实用。 

4 预防 

根据干预方法的不同，将 HSCT 后抑郁的预防方法分几类讲

述如下： 

4.1 非药物物理干预 

（1）音乐干预：作为非侵入性、无明显副作用的方法，音

乐疗法可作为 HSCT 患者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有研究表明，音乐

疗法可以明显减少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甚至可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疼痛
[24]

。有一项关于现场音乐干预的对照实验表明，现

场音乐干预可显著缓解青少年与年轻成人 HSCT 患者的抑郁症

状，并降低唾液皮质醇水平；并且音乐干预还有助于减轻焦虑

和疲劳症状，改善移植后的生活质量
[25]

。 

（2）运动相关训练：有一项基于 26 名儿童的对照实验表

明，在住院期间进行多模式的运动干预，通过评估并对比移植

前后的抑郁评分发现，多模式运动干预可降低抑郁水平，改善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26]

。 

4.2 心理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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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植前教育干预：通过“面对面”访谈等形式提供涵

盖疾病演变过程、治疗计划、治疗目标和心理调适策略的移植前

教育，能有效降低患者出现中重度焦虑抑郁状态及压力症状的潜

在风险，对控制与移植相关的心理情绪困扰具有积极作用
[29]
。 

（2）提升心理授权：HSCT 前心理授权水平与移植后抑郁

程度显著相关，授权水平高者抑郁风险更低
[10]

。 

（3）问题解决训练（PST）：研究提示，PST作为一种针对性

的心理干预手段，可改善 HSCT 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包括减少

患者的抑郁焦虑等问题），在HSCT 患者的早期康复阶段具有临床

应用价值，可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移植后的生理与心理挑战
[27]

。 

（4）正念干预：正念干预（MBI）是一种结构化的持续 8

周的课程，基于对当下体验的非评判性觉察，帮助患者接受与

健康相关的不可改变因素，提升对现有生活体验的接受程度。

有研究表明正念干预可改善 HSCT 后患者的抑郁症状，并提高生

活质量与幸福感
[28]

。 

4.3 社会支持与家庭干预 

社会支持强化：移植前对社会支持的积极认知与 HSCT 后 6

个月生活质量提升和心理困扰减少相关
[14]

。家庭心理支持缺乏

是抑郁的危险因素，需通过家庭辅导改善对病人进行支持的环

境
[12]

。其中针对儿童患者，父母心理困扰与儿童 HSCT 后抑郁症

状和生活质量下降相关，需通过对父母进行心理干预以改善儿

童患者移植后抑郁的情况
[21]

。 

4.4 生物医学干预 

（1）药物预防：在一项关于舍曲林（SER）的研究中，

Tavakoli - Ardakani 等人将患有抑郁症和（或）焦虑症的造

血干细胞移植受者随机分为舍曲林组和安慰剂组，结果显示安

慰剂组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更高，舍曲林组的平均住院时间更

短，提示抗抑郁药可能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如 5-HT 系统）间

接影响移植预
[30]
。但目前无研究明确显示可以通过药物（如舍

曲林）直接预防移植后抑郁。 

（2）炎症因子管理：有研究发现，HSCT 患者中抑郁症与

血清 IL-6 水平显著相关，且抑郁症与炎症之间存在双向关系，

抑郁症可导致炎症因子上调，炎症因子上调也可能影响抑郁的

发生，这也提示控制炎症反应可能降低抑郁风险，但目前还没

有相关研究明确证实
[22]

。 

4.5 监测与早期干预 

心理症状筛查：可以通过移植前评估抑郁、焦虑症状及疾

病感知，鉴别高危患者并将其纳入管理；在 HSCT 治疗过程中定

期测量睡眠质量、生活质量等指标，识别抑郁早期信号并及时

进行干预
[31]

。 

个性化干预 根据患者年龄、疾病类型（如急性白血病）和

GVHD 状态等调整预防方案，建立多维度干预策略，系统降低

HSCT 后抑郁发生率，改善患者长期心理与生理预后
[14]

。 

5 总结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抑郁会影响患者术后恢复、生活质量及

长期生存，已成为临床与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HSCT 后抑郁症

的发生多在移植后 1 个月内达到高峰，发病率不同研究中有所

不同，且移植后第一年为高发阶段。HSCT 后抑郁的发生是多种

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 HSCT 后抑郁

的发生。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多应用 BDI-II、HADS、PHQ-9 等量

表及 ICD-10 标准等评估工具评估抑郁症状，其中 HADS 及 PHQ-9

应用相对较多。现有研究所提及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非药物

物理干预（音乐疗法、运动训练）、心理学干预（问题解决训练、

正念干预、移植前教育）、社会支持强化及生物医学干预（药物

预防、炎症因子管理）等。 

但以上干预方式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期随访数据不完整，

尤其是缺少移植后 5 年以上的相关数据，干预方式的长期有效

性待验证；二是可行性及普及性较低，如音乐疗法及运动训练

在国内很少开展，问题解决训练、正念干预等课程仅在特定领

域有所涉及（高校课程、企业培训机构等），较少用于临床治疗；

三是经济负担，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经济压力较大，

非药物性物理干预及心里干预课程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四是药物预防及炎症因子管理暂无规范的治疗方式，且有效性

待进一步验证。 

结合当前研究，对未来研究有以下展望：对于 HSCT 后抑郁

的预防而言，首先可围绕 IL-6 等神经免疫学指标，探索抑郁风

险预测模型，实现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其次应加

强对特殊人群（如老年人、儿童、失业者等）的关注，完善社

会支持体系。另外对于干预措施有效性的验证需延长随访周期，

补充长期数据，验证干预措施的可靠性与持久性。最后可完善

多种干预体系，实现精准化及个体化干预，降低 HSCT 后抑郁症

的发生率，改善患者的长期心理健康与高质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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